
＊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2007年度重点项目
“浙江城市农民工权利发展状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所谓的“农民工”研究 ,指的是以“农民工”为主位的研究 ,即以“农民工”本身的目标

追求 、生活境遇 、行动逻辑 、社会身份地位及其变化等为中心问题的研究 , 而不包括那些

虽然也论及“农民工” ,但是主旨却在考察说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只是将“农民工”

作为这种转型发展的一个影响因子或一种表现的研究。

从“生存”到“承认” :公民权
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

＊

王小章

提要: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
—经济”叙事模式到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的转变;由于“身
份—政治”叙事模式既包容了“生存—经济”叙事模式的关怀 , 又避免了生存
论预设对于“农民工”本身的矮化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窄化倾向 ,故相对具
有优越性。不过 , 目前不少在“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研究也存在
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 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的户籍
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关系的本质化理解和处理有关。通过对户籍制度与公
民权的重新检视 , 本文援引新近有关公民权的社会学研究 , 从承认与排斥的
关系来理解公民权的实质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和思考了“农民工”这个
“群体”及其获取公民权的进程。

关键词:农民工　公民权　户籍制度　承认与排斥

一 、农民工研究的视角转换:从生存—

经济叙事到身份—政治叙事

　　社会科学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对研究对象的某种基本预设 ,这种

预设形成了研究者的研究视角 ,影响着研究者的分析和叙事模式 ,从而

潜在地支配着研究的整个过程。这一点 ,在当代中国所谓的“农民工”

研究中自然也不例外 。①根据笔者观察 ,对于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的

研究 ,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研究视角或者说分析叙事模式 ,即生存论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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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和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

式 ,而目前的一个研究动向 ,就是从前一种模式到后一种模式的转换 。

按照约定俗成的看法 ,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

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的群体 ,是在我国特

定的户口制度下发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产物。20世纪 80年代初 ,

随着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的推展与深入 ,农村劳动力

过剩的问题由原先的隐性状态而逐步凸现出来 ,与此相应 ,今日所谓的

“农民工”问题也开始以“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问题形式而逐步地进入

学界的视野。自那时至今 ,学界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已经走过了 20多

年的历程 ,期间 ,来自经济学 、人口学 、社会学 、人类学 、政治学等各门学

科的学者都纷纷投入这一研究领域 ,发表 、出版的成果如恒河沙数。而

令笔者感兴趣的是 ,尽管投身于农民工研究的学者来自许多不同的学

科 ,发表 、出版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到农民工问题的方方面面 ,但就潜在

地支配着这些研究的基本视角 ,或者说 ,就隐含于这些研究中的关于

“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基本预设而言 ,却显得比较单纯 。在相当长的时

间中 ,甚至可以说一直到今天 ,在“农民工”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研

究视角基本上是在生存论的预设下采取的一种可称之为“生存经济学”

的视角和分析叙事模式。也就是说 ,研究者们往往或明明白白或不言

而喻地认为 ,农民乃是迫于生存的需要和压力而外出务工 ,从而 ,为了

满足这种生存需要 、缓解生存压力而对于经济目标的追求构成了农民

工行为的本质意义。当然 ,生存不仅仅是“苟全性命”的意思 ,也包括要

努力活得好一些 ,滋润一些 , “品质”高一些的含义 ,但是 ,其核心始终是

怎么活 、靠什么活 ,即“谋生”的问题 ,而不是活着做什么即活着的价值

或尊严的问题。对此 ,一个颇有意思的表征是 ,国内两位知名的学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平博士和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博士———都将

他们研究农民工的著作直接命名为《寻求生存 ———当代农村外出人口

的社会学研究》(黄平等 ,1997)和《渴望生存 ———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

考察》(周大鸣 , 2005),尽管两者出版时间前后相差近 10年 。在这种基

本预设之下 ,研究者们 ,尽管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背景 ,在考察农民工

行动的逻辑和意义时 ,往往采取经济学的或“类经济学”的分析叙事模

式 ,假借“经济人”或“准经济人”的假设(所谓“类经济学”的叙事模式或

“准经济人”的假设是指 ,许多研究者在考察解释农民工的行为时也往

往将中国特定的社会 、文化甚至政治因素考虑进来 ,但是这些因素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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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经济学的分析叙事模式 ,也就是说 ,研究者们常常是从这些因子

怎样影响 、约束农民工对于经济收益 、对于代价—报酬的公平性等等的

理解这种角度 ,来使用这些因素 ,而不是将政治 、社会 、文化看作是相对

独立的 、不能完全化约为经济意义的生活领域);而在考察农民工的生

存环境和状况时 ,也往往围绕其生存的需求和压力来展开分析和论述:

如不少研究也都论及农民工的“权利” ,但是通常都是围绕满足农民工

的基本生存需要 ,即从农民工与自身的关系中 ,来考察农民工的待遇需

求与缺失(need and lack),从而将权利转换成主体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对

象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从农民工的身份资格出发 ,即从农民工与他人的

社会关系中 ,来讨论他们的基本尊严和权利应享(entitlement),从而把

权利理解为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

笔者无意否定这种在生存论预设之下形成的“生存 —经济”分析叙

事模式所具有的价值 ,对于初期的农民工 ,甚至直到今天 ,这种模式依

然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但是 ,无须讳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新生

代农民工的出现 ,这种模式的解释力正在减弱 ,从发展和前瞻的角度 ,

从研究对于研究对象和围绕研究对象的社会实践所具有的建构意义着

眼 ,这种模式的局限和欠缺是明显的。第一 ,行为主体的需要 、动机 、目

标或者说追求是在其生活实践展开过程中不断发生着调整和变化的 。

农民在一开始可能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选择外出务工 ,但是他们在城

市中的实际工作生活经历会导致他们的初始动机 、目标不断发生改变 。

当然 ,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看

到和承认这种变化 ,如前面提到的黄平的研究就指出:农村人口外出就

业 ,总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 ,一开始他们也许是为了从非农化活动中

挣得更多现金收入以补贴务农收入的不足。但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标

多么明确 ,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

理化解释 ,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 ,调整自己的策略(黄平 , 1997)。

但是 ,在“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下 ,研究者们所看到和承认的那种

变化通常都是在“经济人”或“类经济人”范畴之下的变化 ,属于作为“经

济人”或“类经济人”的行动主体在具体的生活情势下对生存策略的一

种调整。在这种模式下 ,一般看不到或不承认会发生根本性的 、“质性”

的变化 ,或者说 ,总是倾向于将那种“质性”的变化叙述转换成生存目

标 、条件和状况在“量”上的增长或程度上的提升。如将文化的 、社会

的 、政治的需求看成是生存需求的自然延伸和补充 ,而不是看成对于生

123

论 文 从“生存”到“承认” :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



活之另一种新领域 、另一种新的意义空间的开拓。而由此也可看出 ,

“生存 —经济”的分析叙事模式实际上潜藏着一种化约论 ,将文化的 、社

会的 、政治的领域化约为围绕“生存”而组织起来的经济生活领域中的

因子 ,而否定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意义 ,否认这些领域中的行为不能完

全用经济的或准经济的理性杠杆来衡量 。第二 ,除了同一行为主体会

在生活实践展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其动机 、目标 、行动策略 ,不同主体

之间在这方面也存在差异 。也就是说 ,农民工群体本身并不像“生存 —

经济”分析叙事模式倾向于假设的那样是同质性的 ,其成员的初始状况

本就不完全相同 ,进入城市之后也会进一步出现分化 ,他们的追求也就

会各个不同。特别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 ,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上

一代全然不同的追求 。笔者对浙江农民工的调查就发现 ,许多新生代

农民工在进城打工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生存压力” ,不少人原本的生

活还算得上“小康” ,或者在家乡就可以获得实际收入不亚于进城打工

的工作。显而易见 ,用寻求 、渴望“生存”这种“生存 —经济”分析叙事模

式是很难解释他们的行为逻辑的 。第三 ,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完全是

对现实的一种被动的反映 ,毋宁说 ,它是对现实的一种具有相当主动

性 、选择性的话语“反应” ,这种话语反应对所谓的“现实”具有强大的建

构作用(Berger &Luckmann , 1966)。就农民工研究而言 ,不论这个群体

本身的实际情形怎样 , “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下的研究总是不断

地为人们塑造生产出符合其预设的农民工意象 ,从而整塑 、建构人们对

于农民工的认知和想象 ,并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针对 、围绕农民工这个

群体的社会实践 ,使人们———包括相关的政策制定者———总是倾向于

直接着眼于“生存问题”来认识 、界定 、处理“农民工问题” ,制订出相应

的“农民工政策” ,而对于其他同等重要的问题———甚至对于“农民工”

之成为“问题”而言可以说更为根本的问题———则或者有意地悬搁回

避 ,或者无意地遮蔽 。①

或许正因为农民工研究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存在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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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说“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研究对于人们针对 、围绕农民工的社会实
践 ,特别是政府的“农民工政策”具有建构作用 ,并不意味着后者完全是前者的产物。知

识社会学的有关研究早就揭示了知识和实践意志(权力)之间的“互构”关系。特别是在

中国的语境中 ,后者 ,特别是政府的实践需要和意志对于前者的形塑构造作用要远大于
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但是 ,即使退上一百步 ,即使学界的研究仅仅是为既定的实践方略

做合理性 、正当性的论证和注脚 ,则这种论证和注脚本身也显示了其建构意义。



局限和欠缺 ,同时 ,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农民工”这个群体本

身由一开始主要从事拾遗补缺之工作的 ,被人们(特别是相关的政策制

定者)误以为不可能成为城市社会之基本成分的“游兵散勇” ,逐步成长

为我国的一个“新产业工人阶层” ,从而 ,那些构成“农民工问题”以及使

“农民工”这个庞大的人群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更为根本的因素也日益在

人们眼中凸显 ,于是逐步地 ,在农民工研究中 ,一种新的分析叙事模式

开始慢慢出现。尽管如上所述 ,直到目前 , “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

在农民工研究中可能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 ,但是 ,这种相对新近出现的

模式 ———笔者称之为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分析叙事模式———

无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采纳和应用。

如果说“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的根本特征在于主要着眼于

“农民工”的基本生存需求而从“农民工”与自身的关系中来界定“农民

工问题” ,关注的是农民工的需求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条件 、对象之间的

“主—客体”关系 ,那么 ,新模式则主要着眼于“农民工”在中国社会中的

身份地位 ,从而倾向于从“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 、与国家的关系中来

界定“农民工问题” ,关注的是农民工这个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

关系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笔者将这种新模式笼统地称为公民权

或公民身份(citizenship)视野下的“身份 —政治”分析叙事模式 ,但或许

由于“公民权”一词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敏感性 ,国内的许多在笔者看来

可以归入此种叙事模式的研究事实上并不直接出现“公民权”这一概

念。研究者们更多地是在下面这些论题下来展开论述 ,如农民工与中

国社会分层(包括农民工群体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和农民工

自身的分化)(李强 ,2004;唐灿 、冯小双 ,2000;等),户籍制度与中国三

元社会结构(甘满堂 , 2001;李强 , 2004;等),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马广

海 ,2001;朱明芬 ,2007;胡杰成 , 2007;等),等等 ,尽管这些论述实际上

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身份平等的意念 ,从而潜藏着或者潜在地指向公

民权或公民身份的主题。

较早用公民权的视角系统地考察解释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是美国学

者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在《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农民流

动者 、国家和市场逻辑》一书中 ,苏黛瑞援引布莱恩·特纳(Bryan S.

Turner)的观点 ,认为现代公民权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是社会成员

资格或身份的问题 ,即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问题;第二是资源的分配问

题。换言之 ,公民权的根本特征是排斥 ,因为它将权利和特权仅仅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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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特定共同体的成员(Solinger ,1999:6)。在这种公民权概念下 ,苏黛

瑞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 ,特别是户口制度 ,从

农民流动者(即农民工)、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来考察分析城

市农民工问题。她认为 ,对于那些从农村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流动者

(农民工)来说 ,问题不仅仅是暂时缺乏由国家提供的维持日常生计所

必需的条件 ,关键在于 ,由于不拥有城市户口 ,他们根本没有“资格”

(ineligible)享有城市中的正常生计 ,没有“资格”享有城市居民作为与生

俱来的“自然权利”加以接受的那些社会福利和服务 。在中国 ,只有那

些拥有官方确认的城市户口的人才是国家(政府)承认的城市社会共同

体的正式成员 ,而那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在自己国家的城市中的身

份 ,则就像是其他地方的外国移民 ,是“非公民”(noncitizens)。因此 ,对

于进入城市中的农民流动者(农民工)来说 ,根本问题不在于直接去争

取维持生计的收入 、福利 、服务等 ,而是争取获得这些待遇和机会的“资

格” ,也就是争取“公民权”(Contesting Citizenship)(Solinger ,1999:3-7)。

不过 ,对于农民流动者(农民工)获得完整公民权的前景 ,苏黛瑞认为 ,

尽管市场化已对那种建立在户口制度上的公民权提出了挑战 ,但由于

种种原因 ,特别是由于国家 、城市政府 、原先的城市居民等均不愿放弃

现有的户口制度———苏黛瑞将它看作是中国的一项根本性的政治制

度 ,农民流动者(农民工)要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并不容乐观

(Solinger ,1999:286-287)。

苏黛瑞的上述著作在海外“中国研究”(China Study)界产生了较大

的反响 ,并且在国内学界也引起了较多的关注 。近年来 ,国内直接援用

“公民权”范畴来分析论述“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日渐增多 ,尽管不少

研究者依旧或刻意或不经意地采用“市民权”这一词汇来指称英文的

“citizenship” ,有的则还在更加模棱含混的“市民化”概念下展开论述 ,不

过 ,力图从农民工的社会政治身份 、从农民工在“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

着眼 ,也即从农民工与国家(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中 ,来界定 、

理解“农民工问题”的意旨 ,则都体现得比较明确。在这些研究中 ,陈映

芳的《“农民工” :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一文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陈映芳 ,2005)。在该文中 ,陈映芳从“市民权” 概念(即“citizenship”或

“Urban-citizenship” , 陈文以此概念指中国社会中拥有居住地城市户籍

的居民所享有的身份及相关权利)入手 ,考察了从农村地区流入城市的

迁移者在城市中的身份和权利问题 ,探讨了这些乡—城迁移人员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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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 。她认为 ,对既有户籍制度的政

府需要是户籍制度及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和作为一种制度的“农民工”长

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在这种户籍制度面临巨大变革压力的情况下 ,中

央政府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采取了放权放责的办法 ,即在国家层面上

不废除户籍制度的前提下 ,敦促地方 城市政府自行解决农民工问题 ,

“保障农民工权益” ,相应地 ,给予地方 城市政府以一定的改革现有户

籍制度的自主权;但是 ,由于地方 城市政府的自利自保倾向 ,其有限的

户籍制度改革总是从自身的利益需要出发 ,因而不可能使“农民工权益

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与此同时 ,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 , “农

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 ,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

础 ,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 。陈映芳的最后

结论是:“只有把问题视作乡城迁移者如何获得市民权的问题 ,而不是

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时 , `农民工' 的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陈映芳 ,2005)。

二 、对户籍制度与公民权的进一步检视

如上所述 ,相比于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 —经济”叙事模式 ,公民权

视野下的“身份 —政治”叙事模式之最显著的特点 ,是它不直接着眼于

农民工本身的基本生存需要(哪怕再加上衍生自这种需要的需要)来探

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或应该给农民工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与服务 ,

而是着眼于农民工在中国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来界定和检视“农民工”问

题 ,从而将一个被化约为经济的 、技术的问题转换成身份政治的问题 。

当然 ,这并不是说 , “身份 —政治”叙事模式不关心农民工的生存需求与

压力问题 ,正如布莱恩·特纳所指出的那样 ,满足社会成员各种需求的

资源分配问题本身就是公民权问题的一个构成方面 ,因此 ,实际上 , “身

份—政治”叙事模式只是从另一个层面 、另一种角度来提出问题 ,它不

是直接问:农民工需要什么 ? 而是问:是什么因素使这种需求成为“农

民工”的需求 ,为什么一定要将农民工的需求作为另类需求来处理而不

可以将它纳入某种一般的范畴? 这样 , “身份—政治”叙事模式实际上

既包容了“生存 —经济”叙事模式的关怀 ,同时又避免了生存论预设对

于“农民工”本身的矮化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窄化 。就此而言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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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前者相比于后者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 ,如果进一步对目前那些可归于“身份 —政治”叙事模式的农

民工研究本身加以认真检视 ,那么 ,可以发现 ,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

注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 ,在笔者看来 ,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研究者们对

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关系的本质化理解和处理有关。这

种将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间的关系本质化的倾向 ,既相当程度地

影响了对于作为身份政治问题之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因应方略的全面

认识和取向 ,也或多或少地体现 、甚至影响了研究者们对于“公民权”的

真切理解和把握 。

无疑 ,户籍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十分基本和重要的制度 ,特别是对于

“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和存在 ,其影响更是一目了然:如上所说 ,按照约

定俗成的看法 , “农民工”是在我国特定的户籍制度下农村劳动力转移

的产物 ,“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就是作为户籍身份的“农民”和作为职

业身份的“工人”的一种混合 。就此而言 ,目前许多在“身份—政治”叙

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研究 ———包括上面所引苏黛瑞 、陈映芳的研究———

集中从户籍制度入手来考察分析农民工问题 ,以户口问题为农民工问

题的本质与核心 ,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 ,这种“可以理解”从另一

方面也说明了这些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在复述人所共知的

“常识” 。而与此同时 ,还应该进一步看到 ,当研究者把户口问题叙述为

“农民工”问题的本质 ,将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

本出路时 ,他们实际上在揭示“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面相 、一个维度的同

时 ,也遮蔽了“农民工”问题的其他面相或维度 ,换言之 ,从研究的社会

建构作用说 ,他们实际上也在人为地建构着一个单维视线下的“农民工

问题” 。

第一 ,把户口问题看成“农民工”问题的本质 ,实际上意味着将户籍

身份看作“农民工”的本质性身份 ,将“农民工”与城市中其他社会成员

之间在户籍身份上的差别看作是本质性的差别。而实际上 ,除了户籍

身份 , “农民工”还有其他身份 ,除了户籍身份差别 ,还可以从其他维度

来书写“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别 。最明显的 ,如“农民工”

作为受雇者和雇主之间的身份差别 ,就既不是户籍身份差别所能涵盖 ,

也不是户籍身份差异所能完全解释的;不仅如此 ,当同为受雇者时 , “农

民工”和许多非农民户口的普通受雇者之间在处境地位上的共通性未

必就比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小。但是 ,一旦将户籍身份本质化 ,就可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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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两种结果:一是遮蔽 “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在别的维度上的身份

差别(这种差别对于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和相应权利的影响并不比户

籍差别小),同时也遮蔽 “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在别的维度上

可能存在的身份共通性;二是以另一种方式重蹈化约论的覆辙 ,即将其

他维度上的身份差异 ,叙述理解为是由户籍身份差异所衍生的结果 ,可

以由户籍身份差异来解释 。显而易见 ,这两种结果 ,无论对于认识“农

民工”问题的性质 ,还是对于寻求“农民工”问题的出路(其中包括“农民

工”本身可以合作与借助的力量),都是不利的 。

从另一种角度说 ,把户口问题看成“农民工”问题的本质 ,将户籍身

份看作“农民工”的本质性身份 ,在突出了“农民工”和城市社会其他成

员之间的户籍身份区隔的同时 ,实际上也同样潜在地将这两个群体本

身同质化了 ,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了这两个群体本身存在的分化和冲突 ,

而这种分化和冲突及其对身份的主观方面———即成员的身份认同———

的影响 ,实际上并不比它们之间的分化和冲突更小 、更不重要 。确实 ,

如前所述 ,“身份 —政治”叙事模式下的一些农民工研究已经注意到了

农民工群体本身存在着分化与分层 ,还注意到了这种分化和分层对于

农民工之价值取向 、自我期许的影响(唐灿 、冯小双 , 2000),但是 ,这些

研究通常都将这种分化 、分层界定叙述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内部”的

分化 ,从而事先预设了这种分化 、分层不会影响“农民工”相对于非“农

民工”的基本同质性和基本的身份认同 ,包括对自己作为“农民工”的认

同和对其他“农民工”的认同;同时 ,也预设了 “城里人”对于“农民工”

群体的认知不会受到这种“内部”分化的影响。但实际上 ,这种预设与

事实是并不完全相符的 ,至少在今天看是如此 。①

第二 ,将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间的关系本质化 ,也就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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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笔者对浙江城市“农民工”的调查就发现 ,一些比较成功的“农民工”往往会比较刻意

地表达自己与其他“农民工”之间的距离感 ,对“农民工”这个词汇也更有一种避忌的敏
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当被问及在城市中有没有感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时 , 那些

比较成功的“农民工”不论是回答肯定还是否定———相比于其他“农民工”而言 ,更多地倾
向于否定,都往往会以指责“某些农民工自身”的某些“农民习气” 、“不文明举止”等等来

为城里人对他们可能的“看不惯”进行开脱 ,同时 ,也向调查者表明其自身已经脱离了这
些习气和举止,因而有别于那些“农民工” 。另一方面 , “城里人”实际上也不是根据户籍

身份来认定一个人是不是“农民工” ,如他们常常把一些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已经“农转非”

的“前农民” ,依然认作“农民工” ,但他们却并不这样来看待某些已经跃居管理者的人 ,尽
管其户籍身份依然是“农民” 。因此 ,无论从哪方面看 ,如果借用安德森的话说 ,户籍身份

意义上的“农民工”都至多只是“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 , 2005)。



“农民工”的户籍身份看作是其在城市社会中之劣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

这在揭示出导致“农民工”之劣势的一个制度性因素的同时 ,也在很大

程度上遮蔽了其他制度性因素 ,而这些因素与户籍制度 、与“农民工”的

户籍身份实际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 ,要改变这种因素 ,并不

一定要先改变“农民工”的户籍身份 ,而单纯改变“农民工”的户籍身份 ,

也无助于改变这些因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农民对于财产 ,特别

是对于房屋和土地的自由处置权问题。①

实际上 ,将户籍身份看作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之劣势地位的

根本原因和“农民工”自身的主观认知也并不相符。据笔者对浙江“农

民工”的调查 ,当被问及他自己认为影响他在务工城市定居的主要因素

是什么时 ,在接受调查的 740名农民工中 , 65.7%认为是“住房问题无

法解决” ,而认为是“制度上的原因(如户籍制度)” 、“农民工自身的素

质” 、“来自本地人的排斥 、歧视”和“其他”的分别只有 14.6%、12.7%、

2.5%和 4.5%。这表明 ,至少在农民工自身的直接感觉中 ,市场性排斥

已取代制度性排斥而成为其“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 。当然 ,我们会想

到 ,一些制度性的排斥实际上在形成农民工的市场弱势上发生了作用 。

但问题是 ,这些制度性的排斥因素是什么? 许多人马上会想到户籍制

度。不能完全否认户籍制度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但是 ,这个因素的影响

无疑在变得越来越小 ,因为明确以户籍身份作为市场准入条件的状况

已越来越少见了 。实际上 ,造成“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弱势的 ,除了农民

工自身的素质等因素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不能完全真正自由

地处置“自己的财产” ,特别是土地与房产 ,因而不能使这些财产按照自

己的意志有效地进入市场。表面上看 ,无论是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 ,还

是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都承认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无论是 1956

年的高级社章程 ,还是 1961年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都规定房屋归农

民私有 ,但实际上 ,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非常不完全 。同时 ,自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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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个人对于自身劳动力和财产的自由处置权是现代公民权的一个重要表征 ,它是马歇尔的
civil right(市民权利)的重要方面(马歇尔 , 2003),更可以说是福克斯所说的“市场权利”的

核心(福克斯 , 2008:110)。有人认为 ,在中国 ,与公民身份相联系的公民权利的发展应该
不同于马歇尔所说的从 civil right到 politi cal right再到 social right 的进程 ,而应以“社会权

利”作为公民权利改善的起始 ,同时也作为农民工获得“公民权”的起点(洪朝辉 , 2003)。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不仅仅因为“经济财富的(自由)流动是决定公民权利
或者收缩的关键性因素”(福克斯 , 2008:110),更因为 ,脱离了 civil right和 political right ,所

谓的“社会权利”就不再是“权利” ,而蜕变成了“恩赐”(王小章 ,2007)。



年以后 ,农民房屋成了“空中楼阁” ,即其房屋下的宅基地不再归农民所

有。从道理上讲 ,既然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那么 ,农民就应该有权直

接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进入市场 ,但现在实际上却并不能够(即使在遇到

农用地要变为其他用地时 ,现在的实际做法也是先由国家征用 ,变为国

有 ,然后再进入市场 。国家征用农民的土地 ,没有价格 ,只有补贴 ,补贴

微乎其微 ,因此可以说有“剥夺”的意味);同样地 ,由于宅基地不归农民

所有 ,因此 ,农民虽然名义上是房屋的主人 ,但却办不成产权证 ,于是也

就不能有效地进入市场 ,当然也不能在银行办理抵押贷款(邓伟志 ,

2005:55-56)。也就是说 ,农民对于名义上拥有所有权的房屋 、土地的

自由处置权并没有得到承认 ,因而也就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自

由的市场主体。这不能不影响到“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地位 ,造成其在

市场中的弱势。显然 ,在此造成“农民工”不能完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独立自由的市场主体的 ,是国家在农村的土地制度 ,这种土地制度与户

籍制度并不是一回事 ,也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也即 ,仅仅改变“农民工”的

户籍身份除了可能使他失去对土地的名义上的“所有权”之外 ,并不能改

变他与土地 、房产的关系 ,也就不能完全改变他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第三 ,从另一方面说 ,将户口问题叙述为“农民工”问题的本质 ,进

而将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 ,实际上还潜

藏着这样一种认识 ,即把现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或曰“市民权” , 即

citizenship ,包含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及与此相联系的权利和义务)理

解为是“标准”的公民权(或“市民权”),从而一方面把“农民工”获得“公

民权”(“市民权”)的过程描述成是“农民工”向城市居民单向靠近的过

程(这在“市民化”一词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另一方面 ,则在一定程度上

遮蔽了城市居民的“公民权”(“市民权”)本身所经历的变化 ,至少是转

移了人们对这种变化的关注。

确实 ,马歇尔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公民权发展模式 ,按照这种模

式 ,公民权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市民权利(civil right)到政治权利

(political right)再到社会权利(social right)的稳步发展进程 ,而公民权的

外延则被叙述成一系列原先被排斥的群体稳步地进入公民身份或者说

特定的共同体的进程(马歇尔 ,2003)。但是 ,这种将现代公民权的发展

变迁描绘成稳步拓展的标准化模式的叙述 ,正是马歇尔为不少人所诟

病的地方(Mann , 1996;Turner , 1994)。事实上 ,正如激进民主理论家尚

塔尔·墨菲所指出的那样:“某些现存的权利正是以排斥或依附其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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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范畴的权利而被建构起来的 。如果想要确认一些新的权利 ,那些身

份首先必须被加以解构”(墨菲 ,2005:93-94)。据此 ,我们实际上还可

以进一步推论:由于既有公民权的内涵与价值(即与公民身份相联系的

权利以及公民身份所具有的社会区隔意义)本身依赖于那些被排斥在

公民身份之外的群体的存在 ,因此 ,要想将公民权的外延拓展覆盖到那

些原先被排斥的群体 ,就必须 、也必然要或多或少改变现有公民权的内

涵和价值。除此之外 ,社会变化所导致的公民(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

关系的变化 ,也必然会对公民权利(citizenship rights)的含义产生深刻的

影响(福克斯 ,2008:104)。就此而言 ,则我国现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

(“市民权”)既不是什么“标准”的公民权(“市民权”), “农民工”争取 、获

得“公民权”(“市民权”)的过程也绝不会是“农民工”向城市居民单向靠

近的过程 ,而是一个双方共同变化的过程。当然 ,这是理论上的分析 ,

而从现实经验上看 ,只要我们在研究农民工时不把目光仅仅固定在农

民工身上 ,而是稍稍转移到城市居民那里 ,就会看到 ,随着体制改革和

结构转型带来的总体上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 ,城市居

民之公民权(“市民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曾经拥有的

一项项特权已逐次消失或弱化:国家(政府)已不再负责城市居民的工

作安排 ,城市居民曾经旱涝保收的各种福利和保障也逐步缩减或日益

市场化 ,甚至连政治代表权(人民代表占人口的比例)也逐步和农民靠

近 ,尽管还没有完全一致 。总之 ,在今天 ,拥有城市户口已不再意味着

曾经意味的一切 。既然城市户口本身的意义 ,也即户籍制度的意义 ,已

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那么 ,即使纯粹从经验上看 ,户籍制度与“农民工”

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重新认识;至少 ,那种将户籍制度的改革看作解

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 ,认为只要改变户籍身份 ,结束了城乡分隔

的户籍制度 ,“农民工”就能获得某种标准(基准)的公民权或公民待遇

的看法 ,是值得质疑的。因为 ,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标准的公民权 ,

当然 ,更不存在与户籍身份有着必然的 、稳定的联系的标准公民权或公

民待遇。

三 、作为承认的公民权与“农民工”

对我国户籍制度和公民权的上述重新思考意味着 ,我们需要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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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公民权 ,也需要重新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

考 、认识“农民工”争取 、获得公民权的行动。

通常认为 ,所谓公民权(身份),就是指社会成员在特定政治共同体

(城市 、民族国家等)中的成员资格 ,与这种成员资格相联系 ,个体被赋

予一系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我国的语境中 ,这些权利常常被

等同于 ,至少是首先被理解为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权利” ,并进而简化为

一些具体的待遇 ———而这些权利(和义务)就被看作是公民权的表征 ,

一个拥有这些权利(和相应义务)的人 ,就是这个特定共同体的“全权成

员” 。但是 ,由于如上所述 ,事实上并不存在标准的 、稳定的公民权利

(citizenship rights),公民权利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断变化的 ,是在具

体的社会历史情势下不时扩张或收缩的 ,因而 ,也就很难根据这些权利

的拥有来确定地说什么叫做拥有完整的公民权。于是 ,在新近的许多

研究中 ,特别是社会学的公民权研究中 ,人们不再热心于探讨与公民身

份相应的“应然”权利体系 ,而是直接着眼于公民身份作为特定共同体

的“成员资格”所包涵的包容 、归属之意蕴 ,而从争取(或予以)“承认”的

角度来理解公民权的实质 ,或者 ,从另一个角度 ,即从“承认”的反面 ,将

公民权的实质理解为“排斥”(Brubaker ,1992:21;Layton-Henry ,1990:12;

Meehan ,1993:22;Soysal ,1994:119)。总之 ,新近的许多研究认为 ,公民

权的实质所体现的是相对于特定共同体的承认与排斥的关系 。这样 ,

关于公民权的研究就与“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联系起来 ,

进而与“争取承认的斗争”这一被法国著名黑格尔研究者柯耶夫称为现

代性基本动力的主题挂起钩来 。

当然 ,把公民权的实质理解为承认与排斥的关系 ,并不意味着研究

者不再关注权利 ,而只意味着 ,研究者不再只是从静态的角度来关注讨

论所谓基本的法定权利 ,不再将这些法定权利看作是某种一劳永逸地

获得的“公民权”的表征 ,而是将这些权利的争取与赋予 、获得与丧失 、

扩张与收缩看作是不断变化着的承认与排斥关系的表征。也就是说 ,

将公民权的实质理解为承认与排斥的关系 ,就是将“公民权……理解为

一种社会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 ,个体和社会群体介入了提出权利要求 、

扩展权利或丧失权利的现实进程”(伊辛 、特纳 , 2007:6)。关于这个动

态的进程 ,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第一 ,除非柯耶夫所说的那种“普世无差异的国家”(参见甘阳 ,

2003:32-33)真的到来了 ,这个进程一时还看不到终点 ,因而它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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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全或无”式的跨跃 ,这是因为 ,在一个差异纷呈的世界中 ,与争

取承认的力量相伴随 ,排斥的力量始终存在。① 第二 ,尽管就公民身份

是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而言 ,这种承认和排斥的关系通常要由政

治共同体(民族国家 、城市等)通过法律来确认 ,但是 ,它们本身反映的

是(处于支配地位 、受到肯定的)特定群体和(被否定 、受排斥的)特定群

体之间的关系 ,就此而言 ,这个进程乃是一个不断重构 、改写这种群体

与群体之间关系的过程 ,而政治共同体的确认 ,只是群体之间斗争 、妥

协 、互动 、调适而导致关系改变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 。第三 ,这个进程不

是一个抽象笼统的过程 ,而是在各种具体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等生

活场域中 ,在存在于这些场域的 、不断变化着的承认力量和排斥力量

(也即特定群体与特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 ,展开的 ,而各种具体的

公民权利(citizenship rights)之伸缩增减的变化 , 包括市民权利(civil

right)或市场权利 、政治权利 、社会权利 、文化权利 、乃至环境权利 、性权

利等等 ,作为表征公民权之变迁的各种具体维度 ,所体现的也就是这些

具体场域中的承认排斥关系 ,是存在于这些场域的承认力量和排斥力

量相互作用的具体结果。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场域中的承认

力量和排斥力量并不是重叠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场域中处于支配地位

因而倾向于作为一种施加排斥的力量而存在的群体 ,其成员在另一个

场域中未必还都处于相同的地位;反过来 ,在这个场域中处于受压抑的

地位因而倾向于表现为一种争取承认的力量的群体 ,其成员在另一个

场域中也未必还都表现为同样的力量———而这也正是作为各种具体场

域中的承认排斥关系之表征的各项具体权利不可相互化约的原因。

现在我们要问 ,上述关于公民权的这种重新理解 ,对于我们认识 、

思考“农民工”这个群体及其获取公民权的行动意味着什么 ?

首先 ,既然公民权的实质是承认和排斥的关系 , “农民工”获取公民

权的问题也就是一项努力应对 、克服各种排斥力量而争取承认的事业

和进程 ,由此 , “农民工”本身首先应该被放入各种具体的排斥(力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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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争取承认的群体而言 ,这种排斥的力量可能存在于他们的某项权利要求获得承认之
前:因为 ,对于已经获得这种权利的人而言 ,将这种权利扩展到新的成员身上可能以削减

他们的其他权利为前提 ,即使不如此 ,从物以稀为贵的角度 ,也会导致这种权利本身的贬

值 ,因此,他们会极力阻止 ,这在历史上不鲜见(波切尔 , 2007:133);但这种排斥力量同样
也存在于争取承认的群体的某些权利要求获得承认之后 ,这时 , 它主要表现为总有一些

人会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去塑造 、确立新的排斥维度。



承认(力量)的关系中来审视考察。而一旦我们将“农民工”放进各种具

体的排斥(力量)和承认(力量)的关系中来加以审视考察 ,就会发现 ,它

实际上并不能被当作一种本质性的存在 ,而只是其成员在一种特定的

承认与排斥关系下建立起来的暂时的 、可变的联系 。原因就在于 ,如上

所述 ,争取承认的过程不是一个抽象笼统的过程 ,而是在各种具体场域

中 ,在存在于这些场域的 、不断变化着的承认力量和排斥力量的相互作

用中展开的 ,而不同场域中的承认力量和排斥力量并不是重叠的 。在

一个场域中 ,一些人在与这个场域相应的维度下处于受压抑 、受排斥的

地位(或处于支配的 、受到承认的地位),于是就形成一种相对于这个场

域的暂时的联系或者说“群体” ,表现为一种争取承认的力量(或施加排

斥的力量);但是 ,当转换到另一种场域(如从经济转到政治 ,从政治转

到文化 ,从文化转到阶级 ,从阶级转到民族 ,从民族转到性别 ,等等)时 ,

在原先的场域中处于受压抑 、受排斥的地位(或处于支配的 、受到承认

的地位)的人们在新的场域未必依然都处于相同的地位 ,于是 ,他们与

其他人的关系也就发生改变 ,相应地 ,原先的这种力量或“群体”也就要

发生重组 。也就是说 , “群体”的成员并没有先验的“共同本质” ,也没有

固有的“必然联系”。正如墨菲所说的:“没有任何一种主体地位与其他

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是确定无疑的 ,进而人们也就不可能彻底永恒地

获得任何一种社会身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获得如`劳动阶级' 、

`男性' 、̀ 妇女' 、̀黑人'或其他这样一些有意义的概念来指称群体性主

体。然而 ,一旦拒斥了共同本质的存在 ,他们的性质也就只能根据维特

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 来进行推论了 ,而且他们的统一性也必须被

看成是身份局部固定化的结果”(墨菲 ,2005:103)。“农民工”这个概念

也正应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 ,它不是其成员的某种先验“共同本质”

或固有“必然联系”的表达 。它所表达的 ,无非是其成员在(由户籍身份

来标识的)一种特定的承认与排斥关系下(或场域中)的一种暂时的联

系 ,这种联系只有当这些成员争取那些与城市户籍紧密相联的权利

时———而前面已经指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 ,这种权利已变得越来越少 ,

以至于对许多城市下层居民来说 ,实际上已被抽空了———才在“家族类

似”的意义上成立。只有在这样一种关系或语境中 ,作为“身份局部固

定化”的结果 , “农民工”才可以在“家族类似”的意义上被看作一个共同

受排斥的“群体” ,并可能进而表现为一种争取承认的力量。一旦我们

从户籍身份关系转到其他的关系 ,如雇佣关系 、完全市场主体和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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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的关系 、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关系 、纳税人与政府官员的关

系 ,乃至性别关系 、民族关系等等 ,那么 ,排斥与承认的关系也就会发生

改变 ,相应地 ,所谓“农民工”这个只在特定语境 、特定的承认排斥关系

下才可被视为一个“群体”的成员与其他人———包括与其他“农民工”和

所有其他社会成员———的联系也就要发生重构 、重组。

其次 ,当“农民工”被理解为只是“家族类似”意义上的“群体”之后 ,

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农民工”获取公民权的行动或事业呢? 对此 ,我们

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陈说 。第一 ,在“家族类似”的意义上 ,我们可以把

“农民工”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其争取公民权 、争取承认的进程 。而从

“进程”的角度 ,则既要看到“农民工”一词所包含的排斥意味 ,同时 ,也

要看到它所包含的肯定承认的意味 ,因为 ,它毕竟肯定了“农民工”之存

在的历史合理性 ,承认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正当地位。当然 ,

同样是从“进程”的角度看 ,“农民工”还将争取进一步的承认 ,而这进一

步的承认 ,就目前而言 ,确实与户籍身份的改变相关 。但是 ,不能像有

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 ,以为“农民工”改变了户籍身份 ,获取了所谓的

“市民权” ,“农民工问题”就获得了真正的解决 。或许 ,这是“农民工”的

终结 ,但决不是“问题”的解决 。之所以这样说 ,不仅是因为争取承认的

进程在“普世无差异的国家”来临之前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而且还因为 ,

即使从最现实 、最实际的角度看 ,如上所述 ,在由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

所引发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转变中 ,我国城市“市民权”原先的内

涵已大大缩减 ,对于下层城市居民来说 ,甚至几乎已消耗殆尽了 。因

此 , “农民工”即使改变了户籍身份 ,获得了所谓的“市民权” ,其实质性

的意义可能也并不大 ———当然 ,单纯从改变“农民工”的户籍身份 、终结

现有的户籍制度的角度看 ,原先城市“市民权”之内涵的缩减也有其积

极意义 ,那就是 ,可以通过逐步缩减城市户口的价值而逐步使现有户籍

制度归于消亡。而这 ,既在某种意义上表征了现有公民权(身份与相应

的权利)的解构是新的公民权形成的前提 ,也表明了在“农民工”争取公

民权 、争取承认 ———那怕只是在改变户籍身份的意义上 ———的进程中 ,

国家 、市民社会(市场)、“农民工” 、城市居民等等之间存在的复杂互动 。

第二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也即就“农民工”仅仅是根据“家族类似”

进行推论而得的一个“群体” ,其成员并没有先验的“共同本质”或固有

的“必然联系”而言 ,我们又不能将它当作一个真正现实的整体 ,或者

说 ,与其他社会成员泾渭分明的实体 ,来笼统地看待其争取公民权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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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承认的事业。如上所述 ,争取承认的进程是在各种不同的具体场域

中展开的 ,随着场域的转换 ,具体的承认与排斥关系 ,也即争取承认的

力量和施加排斥的力量的组合 ,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因此 ,原先被归在

“农民工”范畴之下的那些具体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们与“农

民工”这个范畴之外的成员之间的关系 ,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从

而 ,作为在各个不同的具体场域中那些各个不同的受排斥的成员 ,他们

在争取承认的过程中要联合与合作的对象也就会随场域的改变而改

变。原先与自己同处境的人可能变得与自己的命运毫不相干 ,甚至成

为自己的对立面;原先不相干甚或对自己施加排斥的人可能成为与自

己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比如 ,在争取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从而成为

真正完全独立自由的市场主体的过程中 , “农民工”和广大的“农民”兄

弟处在同一处境;在争取提高工资 、改善待遇甚或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

的过程中 ,在不少企业里 ,那些作为下层雇员的“农民工”就和其他下层

雇员处在同一境地 ,而同那些已经提升到管理者位置的“农民工”则未

必同呼吸共命运;在立足于差异而争取女性的实质性平等地位 ,争取女

性的特殊贡献获得承认的过程中 ,女性“农民工”与其他非“农民工”的

女性会产生同情的理解;而在争取获得制约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权利

和渠道的过程中 ,则所有的纳税人(或许政府官员除外)应该是同一阵

线……在上述这种意义上 ,显而易见 ,所谓“农民工”的公民权问题 ,实

际上也就转化为在各种不同的承认排斥维度上的那些互不重叠的受排

斥者 ,在各种具体的 、互不相同的场域中争取承认的问题了 。

参考文献: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2005, 《想象的共同体》 ,吴睿人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陈映芳 , 2005 , 《“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社会学研究》第 3期。

戴维·波切尔 , 2007 , 《古代公民权及其继承者》 ,恩靳·伊辛 、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

册》 ,王小章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邓伟志 , 2005 , 《和谐社会笔记》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恩靳·伊辛 、布雷恩·特纳 , 2007, 《公民权研究:导论》 ,恩靳·伊辛 、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

研究手册》 ,王小章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甘满堂 , 2001 , 《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三元结构》 ,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甘阳 , 2003 , 《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见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

权利与历史》 ,彭刚译 ,北京:三联书店。

洪朝辉 , 2003 , 《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 ,《江苏社会科学》第 2期。

137

论 文 从“生存”到“承认” :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



胡杰成 , 2007 , 《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兰州学刊》第 7期。

黄平等 , 1997 , 《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基思·福克斯 , 2008 , 《政治社会学》 ,陈崎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李强 , 2004 ,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广海 , 2001 ,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 3期。

尚塔尔·墨菲 , 2005 , 《政治的回归》 ,王恒 、臧佩洪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唐灿 、冯小双 , 2000 , 《“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 ,《社会学研究》第 4期。

托马斯·马歇尔 , 2003 , 《公民权与社会阶级》 ,刘继同译 , 《国外社会学》第 1期。

王小章 , 2007 , 《公民权视野下的社会保障》 ,《浙江社会科学》第 3期。

周大鸣 , 2005 , 《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朱明芬 , 2007 , 《杭州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现状调查及保障机制研究》(http:  www.zhdx.gov.

cn news 2007 9 25 1190687349187.shtml)。

Berger , Peter L.&Thomas Luckmann 1966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Anchor Books.

Brubaker , R.1992 ,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yton-Henry , Z.(ed.)1990, Political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in Western Europe.London:Sage

Publication.

Mann, M.1996, “ 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 In Bulmer , M.&A.Rees (eds.),

Citizenship Today.London:UCL Press.

Meehan , E.1993, Cit izenship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

Solinger , Dorothy J.1999 , Contesting Ci 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 , the State ,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oysal , Y.N.1994 , Limits of Citizenship:Migrants and Post-nat ional Membership in Europ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urner , B.1994 , “Outline of a Theory of Citizenship.” In Turner , B.& P.Hamilton (eds.),

Citizenship:Critical Concepts , Vol.1.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罗　琳

138

社会学研究 　2009.1



Core and Periphery:A case study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AIDS patients'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east part of Hubei province Xu Xiaojun　64………

Abstract:Taking the event of AIDS as a touchstone , the author aims to inspect the

change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ocal peasants and the rural AIDS patients

when facing the AID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upturing , restoring , creat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rural social relationship system has

differentiated into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The periphery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is

highly interest-orientated , meanwhile the counterpart of the core is highly emotion-
orientated.With the structural simplifying process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hips ,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upport network becomes weaker , which aggravates the risks of the rural

life.To adapt to the market-oriented society in the future , a new organized social

relationship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rest-orientated needs to be built up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upport network.

Views of Chinese Citizens on Current Inequalities

Martin King Whyte　96

………………………

……………………………………………

Abstract:Are Chinese citizens angry about current inequality patterns and trends?Many

analysts contend that Chinese are increasingly angry about current inequalities , and that

disadvantaged groups , and particularly farmers , are the most angry.Results of a 2004

national survey contradict this view.Most Chinese citizens view current inequalities as

more fair than unfair , they are more optimistic than citizens in many other nations about

the chances for ordinary individuals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standards , and in general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well educated are more critical of current inequalities than farmers and

other disadvantaged groups.Objective status characteristics and Gini inequality statistics

are poor predictors of Chinese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current inequalities.

From “Existence” to “Recognition” :Issues of peasant workers in the view of

citizenship Wang Xiaozhang　121………………………………………

Abstract:The studi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ve been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 existence-economics” in the existence angle

to 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 status-politics” in the view of citizenship.The “status-politics”
narrative pattern has relative superiority to the “ existence-economics” narrative pattern ,
because it not only contains the care of the latter , but also avoids the defaults of the

latter , which degrade the“migrant workers” and narrow the “ issues of peasant workers” .
However , many of the studies of peasant workers under the “ status-politics” narrative

pattern have som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noted.To a large extent , the problems are

related with the researchers' substantialized comprehending and handling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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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a' s `hukou' sy stem and the issues of peasant workers.By
reviewing literatures about ` hukou' system and the citizenship , the paper quotes the

recently sociological studies on citizenship , comprehends the citizenship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exclusion , and on this basis , rethinks the “group” of

“peasant workers” and the process of their acquiring citizenship.

On Migrant Workers' Conflict Behaviors against Benefit Damages:A survey

of enterprises at Pearl River delta

Cai He , Li Chaohai &Feng Jianhua　139

………………………………………

…………………………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 migrant workers' conflict behaviors for benefit defending have

increased.Some migrant workers took measures of in-system complaints or out-system
collective behaviors , whereas some of them keep silence.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factors

in migrant workers' choosing measures of conflict behaviors against benefit damages.
Generally speaking ,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 cognitive level of the Labor Law , scale
of social network , and collective dormitory affect conflict behaviors.But in choosing

complaints or collective behaviors , education and network had clearer effects over the

choice of complaint;collective dormitory brought more collective behaviors.Ownership of

enterprise did not have an evident effect either on reducing outside enterprise conflict

actions, or inducing in-system resolves.To improve labor organization , to reduce

complaint cost , to augment the level of ration in benefit conflict , and to institutionalize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 are preconditions of developing migrant workers' ability of

striving for their benefits , rationalizing benefit conflict behavior and including it into

systemic expressions.

The Dualistic Separation and Evolvement of Community Autonomy' s Subjects

Min Xueqin　162………………………………………………………

Abstract: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a sampling survey of ten streets of BX District in

Nanjing in 2008 , this paper utilizes crosstab and factor analysis by SPSS to study the

dualistic separation of community autonomy' s subjects.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urban

community autonomy' s subjects there are two groups apart with each other , and

respectively centered on the residents' committee and the ego.The two groups show the

dualistic separation of community life , community idea and future action plan , which is

caused by the many-folded differences in heterogeneous identity , cultural target and

benefit approach.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differential ablation depends on the mutual

cooperation.Meanwhile , the delivery of governmental power , the breeding for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emi-enterprise system will help the two

groups to achieve community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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